国家机构改革与新型央地关系
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实施必将带动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迈入新的篇章。而这也必定伴随着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所带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改变、中央或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财力的更好匹配，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提升等一系列变化，从而为中国更高质量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标示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本轮机构改革方案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国家机构改革将有效地促进新型央地关系的形成，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
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机构改革
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就要作相应的调整。上层建筑的调整，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层建筑也作了多次调整，但当前的机构设置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可以更好地推动党的统一领导，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理顺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构建合理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要在合理界定市场和社会功能的基础之上重塑有效的政府。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尊重。社会与政府关系处理的原则应该是：社会能做的，就应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社会的作用。市场和社会作用的发挥容易受到政府限制，特别是当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角色发生冲突之时，更是如此。
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与机构设置的不够合理有关。机构职能重复、交叉重叠，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造成相互推诿、“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则会导致政府在某些职能上的缺位。有些职能需要加强却缺乏有效的资源投入，使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有为政府建设也会因此遇到难题，从而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机构改革的推行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机构改革促进新型央地关系的形成
机构不改革，职能难优化。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统筹设置党政机构，不简单追求“部门越大越好”，是本轮机构改革不同于以往之处。从综合部门和专项职能部门性质上的不同可以看出，综合部门可能更需要大部门制，但也不是所有综合部门都需要搞大部门制。本轮机构改革突出的就是部门设置要更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
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够规范，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关，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机构设置的不合理。本轮机构改革将大大改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央地关系也将因此更加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过去，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很难分清，且不说政府职责同构难题不好解决，就是本应明确归属中央或地方的事权也经常出现中央代行地方事权或地方代行中央事权的问题。此次机构改革则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共同事权的划分也将因此更加方便。
中央部门职能的交叉重叠，可能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落实。中央各相关部门都可能给地方下任务，而这些部门所下达的任务在目标上可能有冲突，对具体的实施和做法的要求也可能不同，地方政府因此可能无所适从。本次机构改革意味着这样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机构改革将大大推进新型央地关系的形成。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要发挥。机构改革不仅不会改变这一点，而且还会更加突出、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本要求。
在这一前提之下，中央和地方的合理有效分工必须有制度性保证。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应得到更规范的划分。事权的划分要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的各自优势。中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更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事权，就应该划归中央，而更能体现地方政府信息优势的事权就应该划归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应该相匹配。政府做事虽然有直接动用市场和社会资源的方式，如政府规制，但在更多的时候，政府做事往往还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这样，各级政府承担什么样的事权，常常表现为相应的支出责任。没有相应的财权和财力，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相互匹配的事权和财权、财力，则可以更好地激励各级政府。
地方机构的设置一般仿照国家机构。一些地方政府曾在机构设置上进行“小政府”的探索，意在摆脱上下一般粗的低效机构设置局面，但结果通常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上级部门的要求，“小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坚持下去，政府职能部门和上级部门越来越接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示范效应，将直接促进地方机构设置的合理化，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
新型央地关系下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新型央地关系会更有力地约束地方政府。这种约束不是要捆住地方政府的腿脚，而是要让地方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机制。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级地方政府，可以有发债权，但不能因此带来系统性债务风险，并将责任转嫁给中央。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应该有直接发债权，这更能体现权责的匹配。地方政府拥有发债权并不等于地方政府可以滥发债券，恰恰相反，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必须得到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必须对当地人民群众负责。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应按照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进行，使社会各界有更充分的信息来监督政府行为。
新型央地关系是建立在激励相容机制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也应能够同步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基层治理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没有良好的基层治理，没有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新型央地关系的运作就没有落脚点。
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力军。新型央地关系对基层干部也会提出新的要求。新型央地关系下，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工将更加合理。基层政府的权责脱节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基层干部的压力和动力将更加匹配，基层治理绩效的评价将有更合理的指标，困扰基层干部的过多压力也将得到合理的释放。新型央地关系下，机构改革的深入进行难免会对不同部门的基层干部造成不同的影响。部分基层干部可能会由于机构设置的变化而调整工作岗位。为此，基层干部更加需要自觉加强学习，理解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适应机构改革的要求，在加快机构改革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地方公共服务需要因地制宜，基层情况不一，需要公共服务创新，这离不开创新的主体—基层干部。这对基层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层干部主动创新的意识和有效创新的能力。没有创新意识，就不可能有公共服务的创新；没有创新能力，就是有创新意识也难以落实。为此，新型央地关系下，基层干部更应该是学习型的干部，通过学习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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